
社会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人们谈及“青年”（Youth），常常都会将其自然而然地视为一个与生命成长相关联的年龄群体，一

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社会范畴。但是，有关这一年龄群体的“年龄”界定或者说“青年”这一年龄群体

的边界划定不断推后，却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这一群体的社会建构意义。换言之，作为一种年龄群

体，青年本身的出现、具体年龄的确定和变动都无一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产物。

在此之前，童年或幼年之后便是成年；或者说，传统社会的年龄划分在成年之前是未成年，并不存在

一个被称作“青年”的过渡时期。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现代教育出现以前，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而且因为一些特定的

原因，使得年轻人对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的依附比其他国家或民族更甚。但是，自近代以来，在西方

的影响下我们古老的民族被迫跨入现代门槛之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尤其是现

代教育的发展，不仅催生了“青年”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100多年间发生了迥然相异的历史蜕变。

一、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的百年蜕变

中国社会的变动及因此而生的“青年”的诞生，总体始于近代以来因西方的侵入而导致的中国被

迫跨入现代门槛之时。具体说来，从1840年到1911年，在这70余年的时间里，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

片战争、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一次次惊涛骇浪使得原本自以为雄视天下的中华帝

国风雨飘摇，但同时也促成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变法，而近代教育改革正是这一系列改革和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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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环节之一。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教育改革的意义仅仅限定在教育领域，显然，创设现代学校、改

革教育制度、向外派遣留学生，以及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动摇了千百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

伦理，也最终在1911年引爆了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

从中国“青年”正式登场算起，至今已逾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一百年，也是中

华民族从“挨打”、受辱到抗争，再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青

年”始终与我们的民族相扶而行，既经历了苦难，也获得了锤炼。与此相应，陈映芳将20世纪上半叶

中国青年的蜕变过程，分为“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这前后相继的两代人[1]；张永杰、程远忠将中国

共产党人自1921年“打天下”始直至1985年的60余年划分为四代：第一代是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

命家，最后一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大学校园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在他们之间是1980
年代时“那些50多岁、不苟言笑、庄重拘谨，无论做好事、坏事都极认真的我们这个社会的父辈”，以及

“那些名声不佳的造反者，闻名中外的‘红卫兵’，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应试者”[2]；10年后，武俊平在

《第五代人》中将蜕变的叙述延展到70后和80后，“他们和第四代人的显著区别是，第五代人从懂事

起，就置身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对传统束缚观念太多的记忆，这不但把他们和第四代人区

别开来，而且也和前三代区别开来”[3]。上述关于中国青年蜕变的代际论述，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

而且都秉持了基本相同的叙事立场：同一代人“由于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

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4]。

在青年研究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赞同重大历史事件是划分“代”尤其是“社会代”的标准，但基于

相当多的历史事件哪怕是重大历史事件都具有同质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打

包”，从长时段的角度探讨重大历史时段而不是其间的历史事件对代际划分的影响。如此，我们认为

如果谈论一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蜕变历史，在陈映芳的“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之后，更具特色的代

际群体是“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从“激进青年”历经“革命青年”和“造反青年”，直至改革开放后

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乃至90后组成的“世俗青年”，应该就是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完整的蜕变历史。

“激进青年”是20世纪前30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青年一代，既包括国民革命前后的一些

青年中坚，也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一步步走向“激进”的两个时间节点；而清王朝对谭嗣

同等戊戌六君子的杀戮和 1927年后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是导致青年一代激进化的两大助推

器。同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这些锐意革新的前辈不同，“激进青年”虽然深受前者的影响但他

们已不是“维新派”，而是立志推翻满清甚至所有旧制度的“革命者”。但是，从1898年到1910年间，

“当失败接踵而至，集体目的意识变得难以为继时，这些价值就转化成一定水平上的个人行动，而革

命英雄主义思想也就逐渐控制了激进派的想象力”[5]。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反而使得中国社会陷于分崩离析之

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前就在青年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

主义、国家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伴随着旧思想和旧传统的式微，进一步为更为广大的

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提倡并予实践。从这时起一直到1930年代甚至1940年代，在新兴的中国青年尤

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不断升温的激进化趋势，其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

[1]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2]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3]武俊平：《第五代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李春玲主编：《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18页。

[5]杰罗姆·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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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运动的兴起、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激进化，以及学生运动的激进化。尽管导致中国青年激进

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如刘再复所说，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确实是一个重要

的动因[1]。直到1937年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本已风雨飘摇的中国更是陷入了灭顶

之灾，以致“五四”以来由中国青年奏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曲发生“变奏”，如李泽厚所言，最终

“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2]。

“革命青年”在1930年代末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它是上述救亡图存之主题的自然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此时开始摒弃先前“关门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立志系统锻造青年一代的中国共产党

的意识形态之产物。从前一方面来说，因为心系救亡图存而投身“抗战”以及其后的解放战争，越来

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而从后一方面来说，中国共产

党对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也下了力气：不仅“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到西安贴满了每一根电

线杆子，而且延安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提高了边区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政策的改变进一

步加速了人心向背：仅1938年到1943年短短5年间抵达延安的知识分子就达4万余人，而1943年国

民党 100多万党员里学生党员数不过 3万余人，后者在这场“争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败

落”[3]。1940年代后，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活跃的基层细胞和骨干，他们

深入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了数百万农民，最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革命青年”与先前的“激进青年”相比，不仅学历和出身都要相对低下，而且随着

上述启蒙主题的弱化，前者也不再追求后者曾经舍命相逐的“个人本位”和“自由倾向”，这为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规训青年知识分子以使其服从党的目标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自1942年“延安

整风”之后，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就从中国工农的组织者和动员者，转向“结合者”，并进而在

1960年代后成为工农文化的“接受者”或“被改造者”，而青年角色起码是“主角”的历史担当者则被替

换为年轻的工农大众。不要低估“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政治要求对中国青年从“激进”向“革命”转型

或蜕变的意义。其实，在 1940-1960年的整整 30年间，判定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准，就与毛泽东

1939年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确定的这一政治要求密切相关。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革命青年的判别标准，但宏业既定所产生的传续问题还是赋

予其新的历史内涵，尤其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更是如此。此时的“革命青年”已被定义为“共产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为了向年轻一代灌输国家的政治期待，同时帮助其形成符合国家期待的有关个

人角色的想象或预期，建国后国家通过树立雷锋、欧阳海、邢燕子以及“北京青年突击队”等“革命青

年”榜样，辅之以各式各样的政治仪式，以期防止“和平演变”、打造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尽管毛泽东为防止“和平演变”未雨绸缪，在选择接班人时就对党内原先由自己选定的同代“接

班人”发生了深深的疏离，并于1966年立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一运动中，红卫兵被推上

历史舞台，并在其后的两年内以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方式震撼了世界。

虽然以“大造反”为标志的红卫兵运动仅仅持续了两年多，但其所宣扬的造反精神以及后继影响

却不断波及绵延，一直到今天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薄熙来们的社会理想和政治实践借尸还魂。

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到1989年“天安门风波”时为止，“造反青年”怀着高度的政治热情，经历了

过山车般惊险起伏的政治动荡。由于历史的断裂，同样由于其后的“世俗青年”对政治的疏离以及因

此导致的在体制内生存欲望的陡降，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虽然为“造反”尤其是紧

接其后的“上山下乡”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1978年后接受了大学教育的精

[1]刘再复：《在痛苦中找自己的路——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汕头〕《华文文学》2011年第4期。

[2]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3]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与局限》，〔上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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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们却无形中延长了自己“长袖当舞”的时间。从1980年代初走出校园开始一直到今天，整整30年
的改革开放成了他们个人成长和社会表演的背景板。

“世俗青年”是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正式开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后登上历史舞

台的，它的基本组成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70后、80后和90后。尽管在这30年间，中国社会涌现了无

数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从我们前述“重大历史时段”的观点看，在这30年的大时段中发生的这些林林

种种的历史事件都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在社会生活的日渐去政治化的同时，市场化或泛经济因

素开始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轴。1978年后，经济建设取代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成为官方和民间共

同关注的中心，而且由于这种经济激励政策与个人的收益直接关联，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欲图在短期内追赶上世界强国的外生性“焦虑”第一次成功地转化为民众个体日常的内生性焦虑；

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之后，强力的政治管控和积极的经济疏导，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一

代的关注焦点日益转向经济生活领域，中国社会开始从一个政治化的社会转化为世俗化的社会，并

在1992年后日渐成为一个带有鲜明的重商主义色彩的社会。

二、在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成长

近代以来，当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之时，他们所面临的中华帝国尽管对外

奄奄一息，但对内依旧通过严酷的政治统治以及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的盘根错节编织的社会之网，

成为年轻一代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发挥历史作用的坚固掣肘。

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的家国同构格局，使得20世纪初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青年一代所遇到的第一

堵老墙，就是自己的家庭及与其相关的包括孝道在内的各种旧有制度。如此，十分正常的是，对父母

及家庭的反抗自然会成为一代“激进青年”的共同行动逻辑。尽管恋爱、婚姻、家庭构成了所谓“青年

的烦恼”的主要内容，但其实质体现的都是代际间的矛盾与冲突，背后更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差异。由

于现代学校的出现及快速增长，以及包括报纸、电台、新潮刊物、商社、民间团体、党派及至商场、咖啡

馆、博物馆、公立医院、跑马场等公共领域的层出不穷，孕育了越来越多接受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青

年知识分子，而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结构的依然故我此时变得愈发难以忍受。如此，青年一代对旧

制度的反抗自然会首先集中于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对包括父权在内的封建家长制以及以“孝道”为核

心的“吃人的礼教”的控诉。一句话，从“反抗家庭到改造社会”。实际上，无论是吴虞、施存统，还是

毛泽东和巴金，那一代“激进青年”对社会和国家最初的不满，无一不孕育于与自己的家庭、与家中的

封建家长——父亲及家族中的族长等男性长者——的矛盾与冲突之中[1]。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提倡父权和孝道，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倾向，那么它就不仅与千百

年来国家的专制主义统治相吻合，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专制主义的孽生地。这一切，决定了“激

进青年”的全部行动，都带有鲜明的反权威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青年”的“激进”，不仅表现

在对暗杀和暴动等暴力行为的崇尚之上，而且也表现在对一切权威的否定和蔑视之上。美国历史学

家格里德尔曾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这样评价另一位反孔先锋吴稚晖，说20世纪之交的那

些变化，“促使他公开站在了反权威的立场上。他的座右铭是，站在人民一边否定君主，站在学生一

边否定老师，站在青年一边否定老年”。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在世纪交替之际的上海算不上激

[1]我们都熟悉青年毛泽东与其父亲及私塾先生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孕育了他对传统的叛逆精

神。对于“五四”一代或“激进青年”来说，这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辛亥年间因非孝非孔之言行而闻名

的吴虞是这样，1919年因《非孝》一文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亦是这样。如巴金所言，既然封建大家族是“一个专制的

王国”，“许多可爱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我自然会“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

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些”（巴金：《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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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1]，而是那一代“激进青年”共有的态度。

1937年后，尽管在非沦陷区尤其是其中的国统区，国民党依旧是中国社会法理上的统治者，但中

国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却是延安。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抗日战争爆

发后，对人才的极度需求不仅使他们开始意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而且“西安

事变”后“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也为这种人才的争夺获得了合法性，这自然为壮大声势，尤其是为后

来的革命成功做好了人才储备；但另一方面，这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不仅带

来了安全上的隐患和财政上的压力，更带来了教育和规训上的难题。不仅王实味、萧军和丁玲这些

自由派作家，即使像周扬这样的主观上时刻注意与党和领袖保持一致的左翼作家领导，更不用说一

般的知识青年，起初都有着浓烈的反权威和个人自由倾向。如此，基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组织需

要，以及树立自己在党内威信的个人需要，教育和规训青年一代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服从组织及其

领袖已经成为日渐汹涌的革命事业的当务之急。

对“革命青年”进行锻造或规训的意图，与此前后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在时间上正好合拍，并因此

获得了堪称完美的表现形式。始于1939年2月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两年后因359旅进入南泥

湾垦荒而达到高潮的大生产运动，原本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尤其是因延安

的党政军人口迅速扩张而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但很快被转化为运用“劳动”手段对解放区内的人口

尤其是从国统区大批涌入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规训的方式。大生产运动强化了“不劳动者不

得食”的观念，但因将劳动限于体力劳动，否定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使得一大批原本自视甚高的青

年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有的自我认同陷于自我贬损，被动接受了通过劳动实现脱胎换骨的命运安排[2]。

伴随着“激进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换，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态度也从否定和反叛权威转向屈从

或膜拜权威。1949年后，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合法性的诉求，以及对革命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

希冀，青年或革命青年在 1949年后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意义获得了高度的肯定。作为改朝换代的一

代，此时青年尤其是年轻的革命干部是新社会秩序的代表，是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的领导者或实际

支配者，当然成为未来事业的接班人。

不过，虽然毛泽东对青年或革命青年的作用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但此时青年的主体地位已经丧

失，他们独立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具体说来，国家或党对媒介的全面控制、与国家相对游离的社会

团体基本消失、户口及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思想改造的常规化、职业分配制度的确立，以及完整的

政治社会化仪式的实行……在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或征服的同时，青年或“革命青年”也完

全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国家尤其是党的助手或附属。此时，革命青年的“革命”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

的“反抗”词义，成为服从新秩序即革命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的同义词。在这样的背景下，受

到国家高度推崇的革命青年典范雷锋所代表的“螺丝钉精神”——即个人不过是国家和集体这台大

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自然会成为革命青年的基本角色定位。

1966年从革命青年向造反青年的转化，是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动的背景下实现

的。不错，造反青年大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原本应该继续沿着自己的前辈——革命青

年的道路成长为雷锋那样的既具有献身精神又服从权威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在1949年后的

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在提倡雷锋式的忠诚和顺从特性的日常养成外，依旧蛰伏着由激进和反抗

贯穿始终的所谓“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激进和反抗褒扬的教育包含在这样几

个方面：（1）尽管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对毛主席只能崇拜，不能仿效”，但青年毛泽东的叛逆形象还是

深深地扎在年轻一代心中，并长期拥有一大批狂热的拥趸；（2）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合法性的诉求，

[1]杰罗姆·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2]周海燕：《记忆的政治》，〔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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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革命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赞美，这对那些父辈战功显赫的“红五类”子女来说尤为如此（这也是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红卫兵基本上都是“红二代”的原因）；（3）1949年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

的强调，以及对“帝、修、反”斗争的不退让性。能够想象的是，在这种教育的长期浸淫下，逢上毛泽东

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供的造反舞台，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对暴力革命的膜拜，自然会使革命

青年一夜之间转化为造反青年。

如果依旧从对权威的崇拜入手来讨论“世俗青年”即人们所说的70后到90后这些伴随着改革开

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最典型的变化恐怕是此时在他们的视野里崇拜的对象也在迅速的世俗化——从

政治权威蜕变为消费权威或大众偶像。这种转变最鲜明的两个特征是：（1）革命年代的政治人物为

歌星、影星或体育明星所取代，这些新的世俗偶像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趋势，不再是克里斯玛（Charis⁃
ma）式的政治人物；（2）即使是年轻一代所崇拜的政治人物也不再具有神性的光环，从1984年国庆35
周年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您好”的旗帜，到后来网络群体中的“什锦八宝饭”和“学习粉丝团”，总体

上说，他们对领袖人物的感情也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从神坛到民间的进步过程。

尽管中国并未形成所谓市民社会，更未形成对国家的挑战，但是人们都承认这30余年来国家对

社会的控制在逐渐减弱，社会流动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职业和地位上都大大加强，文化的多元性和

异质性也显著增强，这一切为世俗青年自由而率性的长成创造了条件。纵观这30多年来的历史，在

国家之外，有三重空间孕育了世俗青年的成长，这就是：市场、社会和网络。

具体说来，市场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经过35年的改革，一个相对自

由的市场的存在，不仅为世俗青年们在国家体制之外谋求生活提供了可能，同样也为他们自由地表

达个人意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甚至在个人生活中特立独行、离经叛道提供了可能。进入1990年代

尤其是2000年后，基于国家向社会作出了部分让渡，提倡公民或社会组织以自主或自治的方式管理

好社会自己的事务，“增强社会发展活力”[1]，使得原本逼仄的社会空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为青年

一代的自主活动尤其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提供了可能。最后，除了市场和社会以外，1990年代后

网络社会的崛起同样为中国青年的成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一方面网络这种在线方式本身就是公

民能够参与其间，形成公共话题和民意力量，并能够影响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不

仅诸多公共社团和非政府组织有赖于网络运作，而且事实上它们使用网络的能力还直接影响到这些

社团或组织的性质和活力。我们切不要将网络的使用及其意义的讨论仅仅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今

天大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仔们也是使用电子技术的一代。“至少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中间，

一个活跃的工人阶级的电子文化已经形成”[2]。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总

是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今天由于网络的出现，他们第一次在媒介的使用上具备了相似性。可以设

想这将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上的相似性。

三、文化反哺：锻造新的代际关系

在这里，我们叙述近百年来中国青年的成长路径，目的无非是想交代，作为一种相对游离的力

量，青年的成长其实一直处在社会尤其是国家的牵制之中。相对而言，1949年前和 1978年，尤其是

1992年后的两个时期，青年获得了较大的成长空间，他们的独立性也更强：1949年前，在对满清王朝

和国民党统治的对抗中，青年包括其中的中坚——激进青年——不仅获得了成长，而且事实上也以

他们的激进和坚韧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在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后朝向市场化的

[1]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

[2]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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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世俗青年摆脱对国家尤其是国家权力的全面依附提供了可能，社会空间的扩展也为青年一

代的参与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众所周知，“代”及代际关系，不仅是一种生物事实或生物事实的自然延续，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事

实：一方面，“代”本身就是“社会”这一人群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而代际关系则是一种常规的社会关

系；另一方面，代或代际关系成为问题是近代以来因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出现的代际之间的

断裂性或不连续性造成的。换言之，近代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化才使得生物代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代。

考虑到代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由社会群体成员尤其是长辈成员根据其所处时代的价值观或

生活意义建构起来的，其断裂性或不连续性庶几也就体现为先前的建构方式的断裂或改变。

由此观之，传统社会有关代际关系的建构是连续而顺畅的。正如，礼俗涉及乡民日常生活的各

个方面，它既是一种集体惯习和地方规则，也是长辈们集体记忆的产物。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在礼

俗的沿袭过程中，记忆中的“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1]，

而通过自己的记忆为年轻一代重建过去的意向，或者说建立当代与过去甚至远古的联系，由此建立

对自己的家族、民族或种群的历史认同是年长一代的社会职责。

集体记忆的重构日渐成为一种勉为其难的社会工程，发生在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诸

多前所未有的事物，并使年轻一代判断生活意义的价值观发生改变甚至颠覆。此时，社会记忆最大

的困难，是如何将对过去历史的重构或叙事能够与今天的价值观或信仰相吻合。从中国社会近百年

的变迁来看，在我们所讨论的长时段内的四代人中，代际之间的集体记忆的重构和传承在下述三代

人之间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障碍，它也因此有效地模塑了这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1）激进青年和

革命青年，尽管后者从前者的叙事中继承下来两个记忆要件——“不惜命”（献身）和“反权威”，但

1930年代后毛泽东借救亡图存的民族需要将后者改造成了对党、国家及领袖本人的忠诚，依旧顺利

实现了集体记忆的延续。（2）革命青年和造反青年，尽管后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

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前者，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作为“接班人”却直接接受了来自前者的革命教育或

历史“叙事”——包括对暴力革命推崇在内的“不惜命”及对党与领袖无条件的服从。换言之，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们尽管打倒了前辈，但依旧接受了前者叙述的集体记忆。

代际之间集体记忆的建构及传承的危机，主要发生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两次巨大的变动之时：

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封建士大夫们与“激进青年”之间，此时无论李鸿章们怎样向

年轻一代即激进青年们灌输“制度自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2]，一场场失败和一

出出困局，还是逼迫一批批年轻的仁人志士寻觅他方，坚定地向满清王朝和儒家伦理开战；第二次危

机出现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世俗青年成长起来的1992年后，此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朝

向市场经济的变动改变了价值观的主流走向，70后、80后和90后的父辈们以及祖辈们——那些已经

迈入中年的“造反青年”和日渐老迈的昔日“革命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面临“出局”的危

险：他们不但对由消费和网络构成的新的时代茫然无措，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社会的变动断送了自

己所代表的革命或造反文化的传承价值，也使他们与后代间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逆转。

其实，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支配权力的丧失并不是当今中国代际关系舞台上的全部剧目，它的

另一部分剧目是由代际之间的对话共生构成的，即自198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和倡导的“文化反

哺”。简单说，凭借文化反哺，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正在实现一种富有活力的全新转向。就像我

们15年前写到的那样：“‘文化反哺’是变迁社会的产儿，它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

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变。事实上，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不仅为年长一

[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文庆纂辑：《筹办夷物始末》（同治朝）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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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一般社会

化和反向社会化或‘文化反哺’的共生互补说明，社会的发展所赖以借助的文化延续，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明显地存在于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的沉浮与共之中”[1]。

尽管基于代际界限清晰易于讨论的考虑，我们的研究一直是以城市社会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为

对象的[2]，但事实上文化反哺不仅出现在家庭内部，出现在城市生活之中，并且也是整个中国代际之

间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广泛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从价值观到生活态度再到行为方

式，从精英群体到中产阶级再到草根大众。几乎每一阶层、每一阶层的每一群体、每一群体中的每一

个人，只要你年长就会感受到来自青年一代的影响或者说“反哺”，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也无论你愿

意接受多少，你都会感到如果不予接受，不仅你自己在这个你已经陌生的中国步履艰难，而且事实上

也会失去自己最后一点“教化”年轻一代的能力（恐怕已经不是权力）——事实上，在这个提倡对话共

生的时代，教化他人的能力与对他人的包容与接受休戚相关。

改革开放前，尽管毛泽东一直执拗于思考革命事业是否能够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但代际问题并

不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一个严肃问题，因为年轻的一代或青年只是成年社会的“他者”，是年长者欲

图锻造的一件产品——它的合格与否是由年长者的判断所决定的。但是，1978年之后，急剧的社会

变迁改变了代际间的权力格局，年长一代话语权力的旁落，导致一元的单向代际支配关系转向多元

的代际并存关系。在现实的代际关系中，从代际隔膜、代际冲突、代际共生到代际“反哺”，当然，还有

传统的代际支配……称得上是林林总总、形态殊异，不一而足。代际关系的复杂化不但引发了年长

的一代对未来的“集体踏空”式的焦虑，也促成了年轻的一代对当下的生存境况的思考。因此，像法

国社会学家让-查尔斯·拉格雷所说的全球范围内“大量冠以‘代际’标签的作品应运而生”[3]一样，在

中国这个起码1949年后“代”或代际都不再是问题的国度，代、代际或代际关系又一次成为浮现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讨论中的“热词”。以“代际”为关键词，查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1983-2014
年的整整32年间，相关的论文篇目达到44814条，并且呈现出鲜明的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3篇，到

1993年的 75篇，再到 2003年的 1153篇，最后到 2013年的 5523篇[4]。30多年间不但增长的趋势十分

明显，而且关注的主题也日益多样化：城市的代际精英转化、阶层再产生、代际收入的流动、中国农村

贫困的代际传递、家庭消费的代际差异、家族资本的代际传承、珠江三角洲工人集体行动与维权的代

际差异、代际差异与“网生代”、文学的代际批评、独生子女与代际关系、代际间的文化反哺，以及代际

变革及其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议题都可以从代际或代际关系的角度予以切入，代或代际

视角成了与一度流行的阶级或阶级斗争视角能够竞相媲美的一种现实的研究路径。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一样开始处在一个因

电器、制造业技术和网络的迅猛发展而建构起来的技术社会之中。正是技术尤其是生活中的网络技

术的发展，改变了GDP的增长、消费主义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对13亿中国人民的单纯的物质意义，使得

这场大变迁有可能改变两代人的处世样态和生存方式，并使年轻一代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更

不用说祖辈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由此最终改写我们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周而复始的

历史。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探讨青年的价值与社会意义，探讨青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探讨

变迁社会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关系，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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